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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与展开

王智杰

摘　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面临着规范缺位与实践运行失序的现实困

境,亟须理论指导与制度因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具有全面维护

社会公益的价值目标、检察机关妥当参与的职责担当、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与效率

价值追求的规范符合性之正当性基础,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切实履行的必要性需求

与客观事实调查、主观量刑激励的可行性支撑,故此,理应在规范层面明确肯定调解的

适用.与此同时,为保障调解制度的规范运行与实施效果,仍需建立调解过程中的法院

主导、检察角色的平等性区分、公告与公开程序的强化监督以及事实保障下的调解前置

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社会公共利益;效率价值

作者简介:王智杰,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民事案件重复诉讼认定标准实证研究”(１８BFX０６４);

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的整合路径研究”(XDCX２０２１B０３６).

中图分类号:D９２５􀆰１　文献标志码:A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２０９５Ｇ０４２X􀆰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４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调解制度,基于其所具有的灵活、高效、平等协商等

诉讼价值与制度优势,得以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以下简称 “社会公益”)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现有规范亦明确肯定其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①,并在有效维护与及时修复社会公益方面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然而,却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中付之阙如.在法律

规范层面,无论是２０１８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抑或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以下简称 «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皆是仅对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的案件适用范围以及管辖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②,对于具体的程序设计与配套制度则

概无涉及,其中即包括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亦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以及有限

规制说的论争,而且也仅仅是作为附属性问题的简要涉及,未有主题阐述与充分论证,难以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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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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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决调解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层面,在法律规范缺位与理论争议未止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基

于迫切的需求,已然开始了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的 “试验”①,而其中亦不乏

指导性案例[１],只是囿于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引发具体操作层面的实践混乱.例如,实务中针

对调解协议是否应当公告以及公告的具体内容与程序的问题即存在不一致的认识与做法.故此,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适用问题,亟须在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在理论层面予以统

一,以便为实践中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与规范指引.

对此,笔者认为,实有必要针对以下问题做出回应:首先,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能否适

用调解,其适用的正当性基础为何;其次,在肯定调解适用之正当性的基础之上,在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中是否存在适用调解之必要,即调解适用的制度价值为何及其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诉讼目的、价值特征是否契合;最后,如何因应实践中调解适用的现实需求与最大限度维护

社会公益之间的价值衡量问题,即兼顾社会公益与诉讼效率之保障,确保调解的适用与规范运

行,皆以实现社会公益最大化作为根本前提与价值目标.本文也将以此作为框架结构,在肯定调

解适用的前提下,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问题展开具体的阐述.

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的正当性基础

学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之正当性的质疑,主要源自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

具有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并非案件的当事人而不具有完全处分权的理论观点,进而主张禁止适

用调解[２３];较为缓和的观点则认为上述正当性困境可以通过调解协议的公告与法院的审查予以

化解,主张限制调解的适用而并非一概禁止[４５].对此,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

解的适用,其正当性依据表现为调解适用对于社会公益的全过程保障、检察机关作为调解主体的

该当性、制度本质层面的可调解性以及效率价值层面的内在契合,此即足以回应上述质疑.此

外,对于协议公告与法院审查程序的设置,与其说是对调解的限制,毋宁认为是对调解适用的保

障,因为适用调解的目的即在于及时、充分地维护社会公益,而唯有经过广泛的社会监督与严格

的司法审查方可确保这一目的正当实现,得以彰显调解适用的特有价值.

(一)坚持以社会公益作为核心要义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始终以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作为基本原则与根本目标,得

以调适社会公益的不可处分性与调解制度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确保调解结果的正当性.

１􀆰强调社会公益的有效保护的适用前提与目的

调解适用的前提与目的皆在于维护社会公益.一方面,因为调解的对象具有社会性、整体性

的社会公益,而并非公益诉讼起诉人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之间的个体私益,换言之,调解主

体对于调解对象并不具有实体上的权利,恰恰相反,其皆负有保障调解对象的完整性的职责与义

务.故此,调解的适用应当以维护社会公益为前提,而不得任由调解主体随意处置.对此,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其所公布的指导性案例 “盛开水务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亦明

确指出,检察机关可以在最大限度保护社会公益的前提下参与调解[１].另一方面,调解适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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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调解”作为关键词进行全文

检索,获得裁判文书１１４８份.其中,２０１７年１２份,２０１８年１４３份,２０１９年２９５份,２０２０年４４１份,２０２１年

２０９份.



的亦在于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制度优势,为受违法行为所侵害的

社会公益的及时修复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因此,调解的适用与社会公益的保护并不冲突,相

反,其目的即为及时保护与修复受损的社会公益,并以不得损害社会公益为根本准则.

２􀆰聚焦社会公益的具体修复的调解内容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调解,并非针对社会公益的分割处分,亦非针对因刑事违法

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公益受损的责任承担与否的妥协、让步,甚或是利益交易.而是依附于公安机

关与检察机关分别在刑事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针对刑事违法行为所收集的刑事证据、发现的损害

社会公益的民事案件线索,在查清事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遵循自愿、合法和最大限度保护社会

公益的原则,对公益修复的具体履行方案进行平等协商与灵活处理,以调适社会公益的及时修复

与被告实际履行意愿及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调解的内容方面,是否应当承担民事侵权

责任不具有可调性,而实际协商的内容乃是如何确保公益修复的责任履行的质效,即以符合被告

履行能力的方案设计,切实保障修复责任的实质履行,避免因超出被告履行能力而导致 “空判”,

进而对社会公益的及时修复造成不利影响.在现有的适用调解的案例中,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即存

在通过分期履行、公益劳动抵补、补种林木、增殖放流、增加责任主体等具有灵活性、创新性的

责任履行方式,促成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及时履行修复责任①.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中调解的适用,并不等同于实体诉讼请求的全部或部分放弃[６],亦非针对社会公益的 “无权处

分”,而是在确定损害主体与责任承担的前提下,协商确定修复公共利益的具体方案,为公共利

益的有效修复提供保障.

３􀆰严格社会公益的监督审查的结果保障

在当前法律规范中,针对民事公益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所设置的调解协议公告、法院依职

权审查以及调解书公开的系列监督审查措施②,皆因案件所具有的与私益案件中调解协议的秘密

性相对应的公益属性而特殊设置,皆以不得损害社会公益作为评价标准.社会公众针对调解内容

的广泛监督与人民法院针对社会公益能否完满实现的严格审查,得以切实保障调解适用的法律后

果的正当性.因此,同样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明确适用调解的同

时,势必需要设置相同的配套保障措施,以规制调解主体针对社会公益的协商行为.

(二)检察机关参与调解的主体正当性

１􀆰维护社会公益的身份担当

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当然且唯一的适格主体,无论是作为法律监督机

关的宪法定位,抑或是作为公益代表人的社会身份,皆担负着全面维护社会公益的职责与使命.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亦着重指出,人民检察院是保护国家

利益与社会公益的重要力量[７].因此,在真正的权利主体不特定的情况下,鉴于其难以全部参加

诉讼并直接做出权利处分,而同时考虑到及时修复社会公益的紧迫性.为了避免 “公地悲剧”的

发生,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公众得以进行权利让渡,授权相关主体替代处分,而具有社会公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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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鲁１５２２刑初４６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川３４２２刑初５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川０６８１刑初３００号刑事判决

书.
参见:«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



表人的身份、承担法律监督项下维护社会公益的职责的检察机关实为权利受让的恰当主体,而

且,赋予检察机关实体上的处分权,也是保护真正权利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

率的需要.故此,接受权利让渡的检察机关,具有参与调解并做出实体处分的正当性依据.此

外,检察机关所负有的维护社会公益的身份担当,亦得以保证其在调解过程中不损害社会公益,

得以有力回应学者们对于调解过程中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的诸如利益交易的权利滥用[８９]、利己因

素的桎梏[１０]等正当性质疑.因为,社会公益本身即为检察机关的唯一考量标准,保障社会公益

的完满性即为检察机关的 “利己”行为.

２􀆰作为诉讼原告的权利行使

虽然,现有规范已然明确检察机关在其所直接提起的公益诉讼当中居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法

律地位,但是,针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性质与享有的权利类型亦存在不同的认识.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针对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四条所做出的权威解释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要 “依照民事

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而由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中没有 “公益诉讼起诉人”这一主体,故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所对应的诉讼主体当

是原告.例如,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

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１１].故此,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

得以参与调解,此为其作为诉讼原告的正当权利行使.此外,鉴于权利主体并未亲自参加诉讼,

而是由检察机关作为替代主体直接提起诉讼并担负着全部的诉讼义务.因此,根据权利义务对等

的基本原则,检察机关理应享有完全的诉讼权利,即包括参与调解的处分权,而实体权利主体的

替代亦非完全阻却检察机关诉权行使的充分理由,仅为合理规制的必要因素.

３􀆰规范目的下的处分授权

根据 «检察公益诉讼规则»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

检察院可以撤回起诉,而根据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十九条规定,针对检察院的撤诉申请,人

民法院应予准许.撤回起诉属于当事人处分权原则 “程序终结”部分的内容,换言之,现有规范

已然附条件准许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行使处分权,即以 “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之规范目的

的符合为前提.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不仅仅表现为程序性的处分权,而且包含了对实体权利

的处分.因为检察机关针对诉讼请求的设置以及是否全部实现的判断,即涉及对社会公益的预期

处置.较之于撤回起诉中诉讼请求全部实现的前置条件,在调解制度中,以维护社会公益作为适

用前提的要求更为严苛,因为当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益

时,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①,而且,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可以超出检察机关所提

出的诉讼请求的范围,这一适用前提得以保证调解适用的正当性,亦符合规范目的的要求.故

此,检察机关获得参与调解的实体处分权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
(三)诉讼本质层面的规范属性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认定问题,存在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

分歧[１２１４].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本质上应当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类型,而区

别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首先,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着诸多差异.一是在受案范围方面,

后者限于 “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受到损害”,而无法涵盖为不特定主体所有的社会公益.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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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类型方面,前者仅适用于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英雄烈士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而

后者则不受此限制.三是在诉讼请求范围方面,后者仅限于物质损害,而前者则得以主张精神损

害,如要求赔礼道歉等.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无法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

其次,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类型.一是在适用案件类型方面,现

有规范中皆做出了同一性规定①.二是在法律适用依据方面,二者统一适用 «民事诉讼法»中关

于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②.三是从法律规范的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角度予以剖析,

在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与 «检察公益诉讼规则»中③,皆将有关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规

定置于 «民事公益诉讼»所属章节之中,并未将其作为单独的诉讼类型而另置,足以表明民事公

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规范层面的种属关系.

综上,鉴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仍然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而现有规范中已明确认可民事公

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故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具有规范层面的正当性.

(四)效率价值层面的制度互洽

在最高人民法院针对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所做出的解读中已然明确,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制定与构建,其立法用意在于,一并审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

率[１１],这与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谋而合,亦反映出最高司法机关对于效率与社会公益之间价

值衡量的态度,即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且得以同时兼顾、不可或缺.这也体现出

反对调解适用的学者所提出的,“为防止潜在出现的权利滥用导致利益受损情况的发生,宁可牺

牲诉讼经济和效率,也不可适用调解程序”[２]之主张脱离了立法原意与实践需求,过度关注于调

解适用的可能风险并因此对其全盘否定,而忽视了调解适用的制度价值与适用风险的可规制性.

在现有规范中,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风险,所采取的即是风险规制的方案,而

非否定制度本身.风险产生的原因即在于附带型民事公益诉讼在法庭调查与审理过程中的独立性

难以保障,通常表现为对刑事案件的依附性,但是,这二者又在诉讼目的、主体角色、因果关系

判断、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并审理可能导致二者的混同,先刑后民的审理模式则势

必进一步压缩民事公益案件的审理空间,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可能对社会公益

的完整救济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在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批复以及 «检察公益

诉讼规则»中明确指出,检察机关应当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切实保障社会组织另行提起单独的民

事公益诉讼,为避免影响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而允许检察机关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④,为保障适

格主体的正当诉权以及诉讼程序的流畅性提供了选择空间.与此同时,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中,刑事公诉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区分与职能划分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公益案件的分别

进行创造了主体性条件,得以保障附带民事公益案件的独立性.故此,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以避

免针对社会公益的不利风险,即可表明最高司法机关对于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采取风险规制措

施以切实保障社会公益”这一行为模式持赞成的态度.因此,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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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理应在肯定调解适用的效率价值的同时,设置必要的程序规制以消除适用风险.

三、调解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调解适用的价值助益

１􀆰效率需求的助益

调解制度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率之制度价值,已然获得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广泛认同,而

对于效率的追求亦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现实需求.其一,为案件数量快速增长形势下的效

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自２０１８年正式确立以来,因其在调查取证的便利性、成本效率

的实用性、裁判结果的一致性等方面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故而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迅速.截至２０２１
年６月,检察机关共计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１５３２０件,在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所占比例高

达７７􀆰８％①,而且其案件数量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②,已然发展成为检察机关维护社会公

益的主要手段.故此,在诉讼资源相对有限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的情形下,面对急剧扩张的

审理需求,如何提高诉讼效率势必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而明确调解的适用,即可予以化

解.其二,为法院管辖特殊规定情形下的效率需求.区别于普通民事公益诉讼由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因为刑事案由多为滥伐林木

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污染环境罪等较为轻微的普通刑事犯罪[３],所以实

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③,鉴于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而基层法院尤为严重,

特殊的管辖规定势必进一步加重基层法院的诉讼负担,亟须简化诉讼程序、优化资源分配,调解

制度的适用即可满足上述需求.其三,为社会公益之及时修复下的效率需求.因为社会公益的受

损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的整体性利益,且过分的迟延可能导致社会公益的不可挽回.因此,针对

社会公益的修复具有相当的迫切性,较之于做出判决所需的复杂的诉讼流程以及可能面临的执行

难题,便捷、高效的调解制度更为契合.

２􀆰切实履行的助益

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得以发现,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执行存在诸多现实困

境.其一,执行程序的复杂流程.例如,在一起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在被告针对判决赔偿环境

损坏数额、专家评估费用提起上诉而被驳回之后,又历经执行立案、不动产拍卖以及案外人执行

异议的执行程序④,耗费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效率.其二,无力履行判决情形下的执行变更.例

如,在一起失火罪案件中,判决被告恢复受损林地植被,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调查得知被告无力

履行判决,而最终做出 “由有关部门提供林木并监督被告分批分次种植”的执行意见⑤,而这完

全可以通过诉讼中的调解予以协商解决,无需另行判决及执行.其三,无可供执行财产情形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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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 “空判”.在诸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皆以 “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

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而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①,针对社会公益的救济则被迫搁置.而如若适用调解,则可以通过公益劳动等替代性补救措

施予以救济.

相较之下,调解制度的适用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公益的修复责任的履行.已有学者通过对具体

案例的实证研究指出,在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中,采用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通常能够较快履行

完毕[１５];此外,在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参与调解的被告大多数都在案件判决前履行

完毕,而且尚未全部履行的主要原因在于赔偿金额较大而需分期履行以及需要进行长期的生态恢

复[１６].上述内容皆反映出,调解主体普遍具有责任履行的主观积极性,而且调解制度在履行方

式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与较大的灵活性,得以满足特殊情况下的实际需求.在指导性案例 “盛

开水务公司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被告公司在提出调解申请之后,因无力全额

承担赔偿费用,其控股股东自愿加入诉讼,愿意承担连带责任并提供担保,并最终达成了涵盖分

期支付赔偿金与替代性修复等内容的调解协议,在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前提下,亦避免了企

业因重罚而资不抵债甚至破产关闭的不利局面,得以可持续性发展,体现出调解适用对于责任履

行效果的有力保障.此外,调解过程中责任主体的增加,实际超出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范围,

亦为判决所无法涉及,却处于调解制度的规范射程之内,因为调解内容的开放性,使其得以不局

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②,为全面维护社会公益提供保障.

(二)调解适用的基础支撑

１􀆰事实调查的客观保障

调解的启动与实施应当以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基本原则[１７],以明确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被告所需承担的责任形式及其限度,避免调解主体对社会公益的不当处置.在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中,无论是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能力,抑或是刑事侦查证据的直接适用,皆可为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事实调查提供保障,为调解制度的适用奠定可行性基础.首先,作为公益诉

讼起诉人的检察机关,自身享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能,且可在法庭休庭后进行补充调查③;其

次,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与刑事检察部门审查起诉阶段所收集的证据,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亦

可以在因针对同一违法行为而依附于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即刑事侦查

证据的直接适用④.故此,充分的事实调查,得以确保调解制度始终运行在维护社会公益的规范

轨道之上.

２􀆰量刑激励的主观动力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一并审理刑事、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及时履行得以在刑事案件

部分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而调解制度的适用,得以满足先行处置民事责任且以此作

为刑事量刑之基础的条件.故此,在适用调解的实践案例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为获得量刑

上的优惠,皆主动在刑事判决做出之前对受损的社会公益进行了全部修复,而人民法院亦因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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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从轻、减轻处罚的刑事判决,通常表现为 “鉴于被告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达成调解并已实际

承担损害赔偿、行为补救等生态修复责任,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罚”①,针对社会公益损害较为轻

微、悔罪态度较好、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被告人,更是做出了判处罚金、适用缓刑的刑事判决②.

这些案件足以反映出量刑优惠对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调解适用过程中主动履行修复责任的

激励效果.相较之下,先刑后民审理模式下所做出的合并判决,对被告人先定罪量刑再通过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确定其民事责任,会使被告人产生 “打了又赔”的不公平心理[４],其将在一定

程度上抵触甚至拒绝民事责任的承担,而这势必严重影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效果.

四、调解适用的制度保障

综合前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应始终以维护社会公益为基本前提与制度目

标,以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客观基础,以修复责任履行方案设计为具体内容.因此,得以

确立有限调解的基本原则,即调解的范围仅限于责任履行的具体形式,而责任履行与否不得适用

调解.例如,在修复型责任中,限于直接修复或替代修复的方式、方法;在赔偿型责任中,限于

赔偿的数额与期限,且须以相关的评估鉴定意见为依据;在精神损害责任中,限于认错悔过的形

式与范围,且须以受影响公众 “可知悉性”为基本标准[１８].此外,为确保调解制度的规范运行,

并保证通过调解实现的公共利益保护与通过诉讼判决实现的公共利益保护的内容和程度大致相

当[６],仍需针对调解过程中相关主体的参与形式与角色分工予以明确并强化.例如,人民法院对

于调解适用的积极主导与严格审查,人民检察院作为刑事公诉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区分及

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社会公众对于调解适用的积极参与以及针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广泛监

督,唯有如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适用方可始终保持维护社会公益的制度本色.

(一)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法院主导

在私益诉讼中,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需要,其诉讼模式已然强调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

义的转变,逐步强化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与诉讼过程中的当事人主导,而削弱法官的作用,其

通常居于消极、中立的裁判者地位.然而,鉴于公共利益的牵连性与社会性,为克服调解适用过

程中的主体能力差异问题,避免因主体排斥心理而造成程序拖延以及针对社会公益的不当处置,

应当由人民法院引导调解进程,以保障调解过程的顺畅,并对调解主体的协商行为与结果进行实

质审查,以确保调解适用的正当性与公益性.故此,笔者认为,基于职权主义非讼法理的正当程

序理念,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诉讼效率为指引,通过适当限制当事人权利以实现诉讼价值[１９],

应当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确立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由法院主导调解过程并实施结果监

督.针对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司法控制问题,现有规范中已有涉及,针对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

公益的依职权释明③以及针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审查与调解书的公开④,即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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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苏０１刑终６６号刑事裁定书、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川３４２２刑初５号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内０６２２刑初１６３号刑事判决书

等.
参见: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１１２刑初９２号刑事判决书、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２０２０)苏

８６０１刑初１７３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苏０２０５刑初９３号刑事判决书等.
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十八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



分实体权益的控制与调解适用之程序性事项的控制.此外,为了适当提高主体的调解意愿、保障

主体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增加 “准许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的规定.

囿于主动申请调解往往被视为示弱的表现,导致当事人对于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产生排斥

的心理,尤其是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权时,认为判决更具有正当性而针对调解则存在着利益交易

的顾虑,心理上或者观念上的排斥使调解方式更加难以运用[１６],实践数据亦表明,在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中,较之于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所提起的案件,判决率极高、调解率极低[２０].因此,

较之于申请调解中对于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则旨在消除公益对抗中

当事人对调解的本能排斥,而且从最终的实施效果来看,初始持排斥心态的当事人,在进入调解

程序后,亦能够积极参与,与自愿调解相比,成功的比例相差无几[２１].在具体实施方面,鉴于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与诉讼地位的差异,为促成一致意见的顺利达成、确保协

商过程中的实质平等,可以由人民法院主动提出调解方案,并对方案设计的具体法律依据做出说

明,针对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予以解释与协调,引导当事人达成最终的共识.人民法院针对调解

适用的全程主导,有利于实现调解过程的效率与规范,亦得以保障调解结果的正当性.当然,人

民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依然应当遵循调解自愿原则.当事人提出明确异议则得以排除调解的适

用,最终达成的调解协议亦应当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人民法院所提供的调解方案则仅是作为参

考,而不得违背当事人意志.

(二)平等协商原则下的检察角色区分

鉴于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分别承担着刑事公诉人、公益诉讼起诉人以及法律

监督机关的诉讼职能,与此同时,作为同一主体的刑事被告人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刑事案

件与民事案件部分所处的诉讼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亦不相同,故此,理应对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划分予以明确,避免因角色混同而引发职能错位,形成检察机关

针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诉讼能力方面的 “压迫性”优势,进而破坏调解协商的平等性环境.

检察角色区分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主体区分、职能区分与职责并列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支持起诉的主体区分.实践中存在将人民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的主体,同时作为支持公诉与提起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表述为 “公诉机关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人民检察院”,在出

庭人员方面,检察机关指派出庭支持起诉的检察员亦为同一人①,鉴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所涉

及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且关乎社会公众的整体性利益,如此形式化的主体区分而表现为实质上

的混同,不仅可能影响社会公益的救济效果,掺杂公诉人属性的公益诉讼起诉人亦不符合调解过

程中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定位.故此,笔者认为,在起诉主体方面,应当明确由刑事检察部门与公

益诉讼检察部门分别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保证公益救济的专业性与公益诉

讼起诉人参与调解的平等主体之属性.其次,公诉人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职能区分.代表国家行

使追诉职能的公诉人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诉讼地位自是不平等的,但是,作为调解主体的公益诉

讼起诉人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之间理应在诉讼地位与权利义务方面保持一致性,针对调解主

体之间诉讼能力方面的差异仍需予以平衡,以实现调解适用的实质平等.故此,应当防止检察公

诉职能对调解适用的 “渗透”,公益诉讼起诉人在参与调解的过程中,应当始终秉持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协商、达成调解协议,而不得以公诉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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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川０６８１刑初３００号刑事判决书,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２０２０)苏８６０１刑

初１７３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１１２刑初９２号刑事判决书.



讯问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亦不得以归属于公诉职能的定罪量刑问题作为促成调解的谈判筹

码,从而产生一定的 “胁迫”性,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并予以禁止.最后,支持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与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并列.现有规范在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时,将 “提起公益诉

讼”的职权与 “法律监督”职权相并列①,故此,笔者认为,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过程

中,检察机关仅为诉讼当事人的角色,不得以法律监督机关而 “凌驾”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

之上,进而达成 “压迫性”调解协议.与此同时,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应当在调解协议达成之

后,针对协议内容是否符合维护社会公益的要求以及协议履行情况的监督,实践中也已经存在通

过由检察机关督促执行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案例②.

(三)权利让渡条件下的社会监督

正如前文所述,调解主体获得真正权利主体的授权,应当以实现社会公众针对调解过程与结

果的广泛监督为前提,现有规范中亦规定了涉及公共利益的调解协议的公告与调解书的公开制

度,以畅通社会公众的监督途径.然而,实践运行效果却极不乐观.第一,调解书的公开数量极

少,在裁判文书网中仅检索到７４份③,甚至存在以 “调解方式结案”为由,对于调解书的内容不

予公开的情形④;第二,调解协议的内容单一,多数调解协议的内容仅限于损害赔偿的数额以及

增殖放流、补种林木、赔礼道歉等行为责任的履行⑤,在刑事判决书中,更是仅将调解书作为证

据提供而未有涉及具体内容⑥;第三,调解协议的公告方式较为混乱,即便是在公开的调解书中,

亦存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当地法院官方网站、当地法院公告栏、大洋网等诸多公告形式⑦,甚至

还存在 “已依法公告”的模糊性表述⑧及以 “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益”为由,人民

法院予以直接确认,而未有公告⑨.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完善.首先,在公告的内容方面,应当

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与调解协议一并公告.具体应当包含损害行为与事实证据、关

于损害严重程度的鉴定意见、公益修复措施与费用的评估意见等内容,此即调解协议得以达成

的基础与依据.这些内容的公开,使社会公众得以判断调解协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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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
参见: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川０６８１刑初３００号刑事判决书.
同一时间,以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检索词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获得判决书８６５３份,裁定书６７１份,
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
参见: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闽０１１２刑初９２号刑事调解书.
参见: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２０２０)苏８６０１刑初１７３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苏

１２０２刑初４０２号刑事判决书、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２０２１)沪７１０１刑初２０３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参见: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皖０７１１刑初２４号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内０６２２刑初１６３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２０２１)沪７１０１刑初４６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湘０４刑终４３０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粤０１１７刑初２４９号刑事附带民

事调解书等.
参见: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鄂０６８２刑初１４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江苏省宿迁市宿城

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苏１３０２刑初６１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赣０９８１刑初３２３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参见:江西省德安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赣０４２６刑初４７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

院 (２０２１)赣０７３１刑初１８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豫０９０２刑初４３０Ｇ１
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等.



公告的方式方面,应当确定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统一发布平台,便于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

例如,针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前公告程序,即得以统一通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

检察日报社主办的 “正义网”进行.相较之下,人民法院系统则存在着更加专业的网络平台,

即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主办的 “人民法院公告网”,并在网站中开设

了 “公益诉讼案件公告”专栏.故此,笔者认为,得以明确将 “人民法院公告网”作为调解协

议公告的唯一平台,避免因公告方式的混乱而影响社会公众的监督效果.对此,通过分析已公

开的调解书得以发现,上海地区法院即是将调解协议统一经由人民法院公告网进行公告①.与

此同时,鉴于诉讼案件的区域性,为了提高区域内社会公众的关注度,得以在法院辖区内辅以

“多平台同时发布”的公告方式,即在案件辖区的法院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案件辖区的主流

媒体等平台上同时公告[２２].最后,在调解书的公开方面,应当单独制作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而非

依附于刑事判决的内容之中,以裁判文书网为依托,积极推动调解书的公开上网,唯有完全透明地

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方可彻底消除针对调解适用的质疑与顾虑,确保调解过程与结

果的正当性.

(四)事实保障前提下的调解前置

私益诉讼中调解的启动时间,现有规范并未做出任何限制.但是,鉴于公益诉讼案件在诉讼

主体与诉讼客体方面的特殊性,为避免因调解程序的滥用而损害社会公益,理应对调解的启动时

间进行合理规制.在针对民事公益诉讼尤其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研究中,一致认为公益诉讼中

调解的启动应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之上,故而皆主张在当事人双方经过举证、质证之后查明案

件事实的情况下,方可启动调解程序,以避免不当妥协甚至牺牲社会公益的情形[２３２４].对此,笔

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得以在切实维护社会公益的同时,支持调

解适用的前置.第一,如前所述,鉴于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调查取证的能力,故得以保证检察机关

起诉时,针对案件所进行的事实调查程度符合上述主张的调解启动的事实要求,而且实践中已有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以破解公益诉讼调查取证难题的有力尝试②,此即助力调查取证的

有效手段;第二,鉴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多为轻微刑事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

且从实践中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来看,损害赔偿的数额以及要求公益修复所实施的增殖放流、

补种林木的数量皆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呈现案情简单、事实调查便利、事

实争议较小、责任负担较轻的案件特征.故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适用,能够在事

实调查清楚以明确责任承担、当事人之间并无争议以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予以前置,以实现公益修

复责任的尽快履行,避免损害后果的进一步加剧,亦得以简化诉讼程序、节约诉讼资源.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的前置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的庭前

调解与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的先行调解.首先,庭前调解即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开庭审理

之前,基于检察机关所提交的公益诉讼起诉书中的事实证据内容,组织公益诉讼起诉人与附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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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沪０１１４刑初１８４９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２０２０)
沪７１０１刑初４５０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沪０１５１刑初５７０号刑事附带民事调

解书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诉邱某某等人非法猎

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海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https://www．spp．gov．cn/xwfbh/

wsfbt/２０２１１０/t２０２１１００９_５３１４３３．shtml＃１,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



事公益诉讼被告就民事责任部分进行协商.在适用条件方面,可以借鉴 «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径

行调解的规定,即 “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①,人民法院得以依职权启动庭

前调解.若达成调解协议,即可直接予以公告,公告期限亦可与刑事案件部分的审理期限相契

合,最后一并做出刑事判决书与民事调解书,得以有效避免诉讼拖延.其次,诉讼过程中的先行

调解,即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遵循 “定罪—民事调解—量刑”的审理模式.在基于公诉人提

交的刑事证据针对刑事犯罪做出认定之后、最终做出刑罚之前,基于公益诉讼起诉人所提交的,

证明社会公益受损程度及其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实施的不法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针对

民事责任的承担先行调解,并将责任履行的态度与实际进度作为后续量刑的参考因素,结合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告人做出从轻、减轻的处罚.实践中已然存在此种积极尝试,即将当事人积

极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其认罪悔罪表现,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公益损害修复

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价值互补②.当然,为最大限度地摆脱 “以钱赎刑”的桎梏,应当针对量刑区

间的幅度设置明确的适用标准,根据实际履行的进度,对已全部履行完毕与部分履行、尚未履行

的情形所做出的从轻量刑的幅度应当予以梯度化区分.此外,亦可根据实际修复的效果,分别设

置从轻量刑的幅度.如此,方可减轻 “同罪不同罚”对于司法公正的冲击.

五、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具有高效维护社会公益、处分目的之规范符合性的正

当性价值,满足司法实践的效率需求的同时,亦有检察机关的事实证据支撑与社会公众的监督保

障.故此,在未来的立法规划中,理应增加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适用的法律条款,为实

践运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外,在程序安排方面仍需细化以提高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通过

明确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的事实要件、构建当事人异议提出机制与诉调衔接机制、设计法院

主导下沟通与协调程序以及搭建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等有力手段,切实保障调解制度在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规范运行与有效落实,助力于全面维护社会公益之理想愿景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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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pplica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tioninPublicInterestPenal
LitigationwithCivilInci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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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pplicationofmediationinpublicinterestpenallitigationwithcivilincidentalis

facedwiththepracticaldilemmaoftheabsenceofnormsandthedisorderofpracticaloperation

andisinurgentneedoftheoreticalguidanceandsystemresponse．Theapplicationofthemediation

systemin publicinterest penallitigation with civilincidentalhasthe value objective of

comprehensivelysafeguardingsocialpublicinterest,thedutyofprocuratorialorganizationto

participateproperly,theessentialattributeofcivi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andthelegitimate

basisfortheconformityofthenormsofefficiencyvaluepursuit,whichhasthenecessityto

improvetheefficiencyoflitigationandensure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andthefeasibility
support ofobjectivefactinvestigation and subjective sentencingincentive,therefore,the

applicationofmediationshouldbeclearlyaffirmedatthenormativelevel．Atthesametime,in

ordertoensurethestandardizedoperationandimplementationeffectofthemediationsystem,itis

alsonecessarytoestablisheffectivemeasuressuchascourtleadershipinthemediationprocess,

equaldistinctionofprocuratorialroles,strengthenedsupervisionofpublicannouncementand

proceduredisclosureandpreＧmediationundertheguaranteeoffacts．

Keywords:publicinterestpenallitigationwithcivilincidental;mediation;socialpublicinterest;

efficiency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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